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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一家人

及他下基层社区

工作照

19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保持单身的大学生（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女性）逐渐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父母的担忧，更受到了政府的关注。

1983年 8月 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

讲话，通过两个电视频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他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

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讲话后

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这次事件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

降12%，李光耀仍坚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变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婚恋状况。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回顾了“婚嫁大辩论”的前因后果。在他看来，不论是“棒喝”那些

不愿娶高学历女性的精英男士，还是由政府出面当“红娘”，甚至用税务优惠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

都是为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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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如何解决新加坡“剩女”问题

推动!婚嫁大辩论"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

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新加坡这样

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 200万人口

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

是我桌上那一份 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

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

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

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新加坡的

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

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

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

的妻子。1983年，只有 38%的女性大

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

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

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

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

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

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

究的结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

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

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

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

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 80%左右完全相似。

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 80%是先

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

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

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

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

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

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

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

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

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

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

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

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

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

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

“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

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

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

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入梅纽因

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

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

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

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

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

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

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

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

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

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

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

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

和 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

的 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

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

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

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

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

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把这

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

示，首 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

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

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

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

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

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

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

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

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

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数年

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

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

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

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

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

她年近五十，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

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

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

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

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

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

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

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

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

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

的恐慌。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

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

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

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

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

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

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

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

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

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

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

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

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

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

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

员人数迅速增加，到 1995年时已增加到 9.7万

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

有31%结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

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

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

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

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

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

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新加坡

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

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

育部长的吴庆瑞，在 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

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

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

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

课题。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

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

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

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

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

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

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

一。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

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

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

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

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

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

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

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

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

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

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

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

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

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

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

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

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

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

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

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

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

三或第四个孩子。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

19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

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可能永无成功

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见到的，那就是，

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

较低者则继续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

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

点，因为这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

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

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 1960年代开

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鼓励

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

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 1983年，1980

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

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 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

我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 10%学生

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

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

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

等的水平。我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

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

当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

使情况有了改变。

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统计师，在我棒喝男

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

字。他告诉我，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

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

字上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

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这些优

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

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

比 1982年的 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

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

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

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

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

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

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本文摘编自"李光耀回忆录#$


